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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治国:阿育王与印度佛教法文化

鲁 楠*

摘 要 孔雀王朝是古代印度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

主。阿育王通过吸收并改造以佛教法文化为代表的思想资源,设计并实施了达摩治国方略,将
转轮王理想与现实主义治国术结合,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新综合。这种新综合方案借助佛教

法文化和其它沙门思想提升王权,使王权与官僚体系紧密配合;借助佛教法文化塑造新伦理,
创造具有包容性的统治意识形态;通过佛教法文化缓和现实主义治国术的严酷,形成张弛有度

的统治格局。但由于阿育王的达摩治国偏离婆罗门教主流文化,加之孔雀王朝的文化差异和

政治离心作用,使这一治国方略遭遇危机。印度建国后,阿育王轮作为国家政治象征,包含统

一、包容、和平、共和与文明五重政治想象,融入了现代印度法文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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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王朝(MauryanDynasty)是古代印度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在印度史中占有重

要地位。阿育王(Asoka)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他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功绩被广为传

颂,是印度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通过阿育王的努力,孔雀王朝不仅成为当时南亚次大陆最

强大的国家,而且将佛教法文化传播到整个印度,乃至亚洲诸国。
本文从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石刻中的“达摩”(Dharma)观入手,分析阿育王治国方略中的

佛教法文化成分及其在后世引起的学术争议,反思达摩治国的成败得失,指出这一方略对印度

现代法治的影响。

一、阿育王石刻中的“达摩”

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去世约一个半世纪后,在佛教产生和传播的恒河流域,以摩揭

·565·

*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宸星教育基金会项目“印度法和伊斯兰法研究”(项目编号:2019
-03-003)和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1@WTA001)的阶段性成果。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陀国为中心,孕育并形成了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的创立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虽出

身微贱,却利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西北印度的乱局和北印度难陀王朝(NandaDynasty)的衰

落,在婆罗门憍底利耶(Kautilya)的辅佐下,于公元前320年即位,建立了孔雀王朝。〔1〕经过

两代君主的征服,到了公元前273年阿育王即位时,孔雀王朝已成为疆域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

大陆的大帝国。
至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阿育王统治长达41年,其间孔雀王朝的治国方略曾发生一次

重大变化。在阿育王执政第8年发生的羯陵伽战争之后,他改变了过去两代君主奉行的现实

主义方略,〔2〕转而借鉴佛教作为新型统治意识形态,并利用佛教法文化中的“达摩”〔3〕思想,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达摩政治”观,〔4〕以至于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VincentArthurSmith)将
阿育王称为“印度的佛教帝王”。〔5〕

传统佛教文献一般赋予阿育王以转轮王形象,在帝国统治与佛教教理之间建立和谐一致

的关系。自史密斯之后,这种观点也为诸多历史研究者接受。〔6〕但同时也有为数不少的孔

雀王朝研究专家,如巴沙姆(ArthurLlewellynBasham)指出,阿育王所弘扬的“达摩”并非佛

法。〔7〕我国学者葛维钧也认为,阿育王法与佛法不应混同,这缘于阿育王“对佛教的态度是

信仰和利用参半”。〔8〕这一理论争议揭开了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复杂面相,值得深究。问题

关键在于,在孔雀王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以“出世”为旨趣的宗教,如何能与“入世”的政治、法
律结合,并形成影响深远的政教传统?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我们从制度史角度,结合史

料加以考辨,也需要从思想史角度,深入探寻阿育王治国思想的精神旨趣。
从史料来看,今天留下的关于阿育王的历史记载并不丰富,能够为史家所参考者,大概有

三类。第一类是在南、北传佛教文献中保存的阿育王传说,这构成了佛教史学者进行阿育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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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印度史》,王立新、周红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版,第74页。
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特别体现在憍底利耶的《利论》中,该著作被视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参

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276页。有关这一观点的反对意见,see
StuartGray,“ReexaminingKautilyaandMachiavelli:FlexibilityandtheProblemofLegitimacyinBrahmani-
calandSecularRealism,”PoliticalTheory,Vol.42,No.6,2014,pp.635-657;DeepshikhaShahi,
“‘Arthashastra’beyondRealpolitik:The‘Eclectic’FaceofKautilya,”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
49,No.41,2014,pp.68-74;NarasinghaProsadSil,“PoliticalMoralityvs.PoliticalNecessity:Kautilya
andMachiavelliRevisited,”JournalofAsianHistory,Vol.19,No.2,1985,pp.101-142.

“达摩”(Dharma)原是婆罗门教固有概念,后经佛教改造,赋予新意,汉译佛典其译为“正法”。本

文统一以“达摩”指称。
参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参见(英)文森特·亚瑟·史密斯:《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高迎慧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
参见(日)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74页;(英)查尔斯·

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1卷),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5页;(英)渥德尔:《印度佛

教史》(上),王世安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SeeA.L.Basham,“AsokaandBuddhism:AReexamination,”JournaloftheInternationalAsso-
ciationofBuddhistStudies,Vol.5,No.1,1982,pp.131-143.

参见葛维钧:“阿育王法与佛教的法不应混同”,《南亚研究》1988年第4期,第5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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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主要文献;〔9〕第二类是一些间接文献中对阿育王故事的记述,包括古印度耆那教文献和

希腊文献中对孔雀王朝王族身世的记载,以及我国古代旅印僧人玄奘与法显对孔雀王朝历史

遗迹的记述。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传说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国师憍底利耶所著的《利论》
(Arthaāstra),间接体现了当时国家治理的诸多细节。〔10〕最后一类文献是19世纪为英国人

挖掘,1837年由英国学者普林塞普(JamesPrinsep)破译的阿育王石刻,这构成了我们了解阿

育王治国方略的直接材料。史密斯认为,这些石刻的主体内容除了记载事件的洞穴碑文之外,
还包括阿育王统治时期颁布的“法敕”,类似于古罗马帝国时代皇帝的敕令。但从石刻内容和

行文风格来看,它或许并非法令本身,而是转述法令的文稿,是面对官员和百姓进行的法令宣

讲。这使得石刻的法律性质不同于古罗马的《十二表法》,后者是直接的成文法,前者则类似于

对当时法令的转述和记录。但无论如何,阿育王石刻可谓印度现存较古老且较可靠的成文法

记录。
与法经和法论等经典文献一样,阿育王石刻的中心词汇也是“达摩”。众所周知,“达摩”是

传统印度法的中心词汇,它扎根印度法的解释传统,随时代发展被不断赋予新意,阿育王石刻

中的“达摩”可谓这个解释家族中分出的“新枝”。但从石刻的整体内容来看,阿育王试图创造

一种新型的“达摩”,其政治意味甚浓,与其它宗教法意义上的达摩观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阿育王试图建立一种达摩治国观。首先,这种达摩治国并非以对神的崇拜为中心,

而以对达摩的崇拜为中心。在最早出现的《第一小摩崖法敕》中,阿育王谈道,“弘扬达摩可以

使民众与神祇相连,这就是弘扬达摩的成果,并非只有尊贵显赫之人才能获此成果,寻常百姓,
无论身份如何卑微,只要潜心修行达摩,终会获得快乐”。〔11〕这与古婆罗门教的“达摩”形成

对比。后者主张,达摩源自于创世者梵天。〔12〕阿育王的达摩则意指沟通民众与神祇的真理

与法则,但它无具体的创造者。其次,达摩治国具有伦理取向。在《第二小摩崖法敕》指出,达
摩具有四方面伦理内涵:孝顺父母;爱护尊重一切生灵;言必真实;学生应尊重师长,师长宜爱

护学生。〔13〕这种达摩伦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人与其它

生命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内在关系,构成了达摩治国的四大原则。复次,达摩治国具有平

等性。在《第一小摩崖法敕》中,阿育王要求“无论贫富贵贱,皆当尽力奉行达摩”,〔14〕与古婆

罗门教的“种姓达摩”形成对照。总体而言,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是以达摩崇拜为中心,以四大伦

理原则为核心标准,以平等为核心特征的政治达摩观。
第二,阿育王的达摩治国表现为五方面的具体规定。其一,生命是达摩的终极价值。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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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材料参见北传的《阿育王经》《阿育王传》《天譬喻》等传说;以及锡兰所传《大王统史》《岛王统

史》《善见律毗婆沙》。
《利论》的中译本为〔古印度〕憍底利耶:《利论》,朱成明译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以下对《利论》

的引注皆出自此译本。下文用数字来表示章、节、条与目,如“1:4:1:16”,前面的数字代表“章”,其后数字分别

代表“节”“条”与“目”。
《第一小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23页。
参见高鸿钧:“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第9页。
《第二小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24页。
《第一小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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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认为,保护生命是一切政治、法律的根本宗旨,也是达摩的核心价值。凡与生命的价值相对

立的政治行为,都违反达摩。例如,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战争是残害生灵的主要祸害,也是君主

应竭力避免的灾难。他提出“战鼓的回响转化成达摩的回响”,〔15〕“达摩的征服是最重要的征

服”,〔16〕希望后世君主放弃武力征服行径,奉行和平主义政策。阿育王主张,生命形式多样,
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所有生灵。因此,法律理应保护众生。针对古婆罗门教的“祭法”,《第一

摩崖法敕》规定“不得为祭祀屠杀生灵,不得举行欢宴活动”,并且规定“每日只可为制作咖喱宰

杀三只动物,即两只孔雀和一只羚羊———也可将羚羊换成其他动物。日后当取缔所有宰杀生

灵之事”。〔17〕时隔近10年后,在《第五石柱法敕》中,阿育王进一步对戒杀的动物种类、形式

和时间做出了详实规定。〔18〕不仅如此,他还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动物保护制度。据《第二

摩崖法敕》记载,他在国土周边地区建立两类医疗设施,一类医治人,一类医治牲畜,要求地方

官员引进并栽培医治人畜的短缺草药和各种国内缺少的树苗、花苗,在路旁掘井、植树,以供人

畜享用。〔19〕其二,在人际关系层面,人伦是达摩的主要着眼点。阿育王认为,“达摩乃至

善”,〔20〕具体的至善之事应包括孝顺父母、善待友人、熟人、亲人、婆罗门教徒和苦行者,戒杀

生灵与勤俭节约。〔21〕《第二石柱法敕》谈到,在虔诚、善行、怜悯、心胸宽广、坦诚和纯洁之事

中包含着达摩。〔22〕而野蛮、粗鲁、愤怒、傲慢和嫉妒则导致不虔诚,违反达摩。〔23〕由此看来,
阿育王的达摩包含着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个体自省,使人通过内在反思达到虔敬状态;另一

个维度则主张调节人际关系,善待他人。在《第七石柱法敕》中,阿育王提出,“当人们随着达摩

成长时,那一定是凭借两种方法实现的,即践行并反思达摩。当然,两者中,达摩法则只占一小

部分,反思达摩更加重要”。〔24〕其三,宽容是达摩的宗教主张。与婆罗门教及佛教对异端的

排斥不同,阿育王主张宗教宽容。他认识到,“每个人所追求与热爱的不尽相同”,〔25〕但在不

同信仰背后,却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控制感官、心地纯洁,感恩与向善。因此,达摩禁止宗教

战争和教派对立,力主宗教宽容。在《第七摩崖法敕》中,阿育王允许各教派信徒随意选择居住

地点,让各种宗教自由发展,并行不悖。〔26〕在《第十二摩崖法敕》中,阿育王也表示更看重各

宗派“在本质上的成长”,告诫信众不可妄自尊大、只推崇己方教派,或无端诋毁其他宗派。〔27〕

在《第六石柱法敕》中,阿育王说:“我同样重视所有的团体,因为我予以所有宗派尊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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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39页。
《第十三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58页。
《第一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33页。
《第五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4-175页。
《第二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35页。
《第二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0页。
《第三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37页。
《第二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0页。
《第三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2页。
《第七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80页。
《第七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47页。
《第七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47页。
《第十二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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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看重的是个人坚守自己的信条。”〔28〕由此可见,阿育王希望借助达摩来尽可能团结帝国

中的各个群体,使之为国家服务。其四,达摩官(dharmamahāmātra)是达摩的制度基础。根

据《第五摩崖法敕》的记载,在阿育王继位第13年时,设立达摩官来负责落实达摩。这种达摩

官肩负重任,履行四个方面的职责:①在所有非佛教教派中建立达摩、弘扬达摩;②帮助下属部

门在不太服从管教的边境地区推行达摩,这些地区的居民包括耶婆那人、甘蒲阇、犍陀罗人、拉
什特里卡斯人、皮西迪亚人和西部边境地区的民众;③用达摩帮助主与仆、婆罗门教徒与富有

之人、无助之人与年迈之人摆脱世俗纷扰,并使其践行达摩;④可根据犯人的违法动机,如生

子、受人教唆或年事已高等原因,更改犯人的监禁或死刑处罚,予以减刑或释放。这些达摩官

的管辖之地十分广泛,包括首都华氏城,所有城邦城镇,甚至包括王宫内院国王女性亲属的居

所。〔29〕这种达摩官兼具行政、司法与监察职能。一方面,达摩官负责大量宗教行政事务。据

《第七石柱法敕》的列举,这些事务包括苦行者和普通户主之事务,也包括各个宗派,如僧伽、婆
罗门和耆那教徒之事务。〔30〕另一方面,达摩官承担一定司法职能,特别是刑事司法职能。他

可以根据犯罪动机更改犯人的特定刑罚。最后,达摩官具有广泛的监察职能。这种监察不仅

覆盖边境地区的下属部门,而且深入社会基层,乃至将王宫内院也纳入监察范围。据《第十二

摩崖法敕》记载,达摩官不仅由男性担任,而且设置女性达摩官。这种达摩官既是宗教事务长

官,又是法官和监察官,可谓凌驾于一般行政与司法体制之上的超级部门。借助这一新创设的

官职,阿育王在一般行政体系之外,铺设了一条进行全国性政治控制的轨道,反映出阿育王时

期,王权有扩张倾向。其五,君主是推动达摩治国的原动力。阿育王在达摩治国方略中的地位

突出,是国家的中心和首要推动者。阿育王意识到,达摩的推行不仅依赖官员的忠诚和民众的

配合,君主的勤勉也不可或缺。在《第六摩崖法敕》中,他要求官员及时禀告国事,而不论自己

身处何地。同时也告诫自己必须为所有人谋幸福,投入更多精力去处理事务。他说:“无论我

付出多少,都是为了偿还万物之债,以使一些人开心,并得到来世的极乐。”〔31〕这反映在阿育

王统治时期,君主集权日益突出。
第三,君主为统一思想而介入佛教内部纷争。在原始佛教时期,僧伽是具有自治色彩的宗

教组织,君主对僧团事务的干预并不常见。到了阿育王时代,君主却有了强烈动机参与僧伽事

务,佛教内部纷争也为此提供了历史契机。在以《鹿野苑小石柱法敕》为代表的四个小石柱法

敕中,我们得以管窥阿育王介入僧伽事务的方式。首先,阿育王规定,任何人不得分裂僧伽;其
次,那些违反佛法,误导僧伽的人,不论僧侣还是僧尼,都应被剥去黄袍,身披白袍发往他处;复
次,由国王任命的高级官员(可能是达摩官)依照王令驱逐僧伽的分裂分子;最后,国王禁止僧

伽分裂的法令要公开张贴,并要求居士必须在每个斋戒日熟悉该法令。这一法敕有很深的历

史背景。由于佛教没有中央教会,采取的组织形式是以托钵僧为成员形成的游行宗教集团。
佛灭后一百年举行的第二次结集时,僧伽分裂为以长老为主导的上座部与以一般僧侣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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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7页。
《第五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41-142页。
《第七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79页。
《第六摩崖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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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部。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分裂愈演愈烈。而阿育王提升佛教的政治地位导致佛教获得

大量供养,使加入僧伽成为有利可图之事,导致僧徒混杂,激起纷争。依《鹿野苑小石柱法敕》
《憍赏弥小石柱法敕》和《桑吉小石柱法敕》来看,国家动用法律手段帮助僧伽完成了“灭诤”活
动。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阿育王的达摩治国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性和伦理

性,使其既不同于传统婆罗门教的“祭法”,也不同于佛教的“佛法”,而是一种“王法”,它具有宗

教之法所不具备的诸多特性,因此印度学者罗米拉·塔帕尔(RomilaThapar)认为,“达摩是阿

育王自己的发明”。〔32〕但这并不等于说,阿育王的达摩与作为宗教之法的佛教达摩毫无关

联,相反,它们彼此之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参照关系。佛教法文化中的达摩构成了阿育王发明

达摩治国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达摩治国的思想来源

通过对阿育王石刻的分析,我们发现,阿育王打造了一种全新的达摩治国观,并将其用于

政治、法律实践。但阿育王的“达摩”绝非凭空臆造,它与孔雀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

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重要的文化成分被吸收进入阿育王的达摩思想之中,形成了新的综合

体,其中以佛教法为代表的宗教法文化和孔雀王朝前两代君主留下的政治、法律经验构成了其

中的重要成分。佛教法文化构成了达摩治国的伦理面相,而两代君主留下的政治经验构成了

其政治面相,达摩治国是伦理与政治两个面相的结合体。
(一)达摩治国对佛教法文化的吸收

不论阿育王石刻还是传统佛教文献都表明,阿育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北传佛教

经典所流传的《阿育王经》与《阿育王传》将阿育王奉为佛教文化史上“转轮王”的典范,南传佛

教的《大王统史》与《岛王统史》也将阿育王视为传播佛教的功臣。从阿育王石刻所颁布的法敕

内容来看,其中有不少内容与佛法的精神相符合,但这种符合仅止于伦理部分,而非政治部分。
首先,阿育王的达摩治国与佛教的“达摩”部分相符。与阿育王的达摩治国相同,佛教也主

张以法的崇拜取代神的崇拜。佛教认为,神仅仅是受到法的规律决定的生命形式。法主宰着

神,而非神主宰法。通过对古婆罗门教中“达摩”概念的转借与改造,并将其提升至核心位

置,〔33〕原始佛教创造了一种与古婆罗门教不同的新型宗教。在原始佛教中,达摩拥有三种含

义。其一,达摩是指存在的真理;其二,达摩是指对真理所形成的正确认识;其三,达摩是指依

照正确认识,安排生活所形成的行事准则。这种准则既包括在家俗众的行事准则,也包括出家

僧侣所应服从的僧伽戒律。“达摩”第一义是本体论的,第二义关乎认识论;第三义则属于伦理

与法律。从本体论来看,佛教认为世界并非神创,永恒变化,背后无始因和第一推动力,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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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ilaThapar,AsokaandtheDeclineoftheMaurya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

p.189.
SeePatrickOlivelle,“TheSemanticHistoryofDharma:TheMiddleandLateVedicPeriods,”

JournalofIndianPhilosophy,Vol.32,No.5/6,2004,p.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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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形成的存在之网。这与古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奥义书》中的“梵我合一”思想 〔34〕尖锐对

立,此即“诸行无常”。〔35〕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诸行无常”的洞见必得出反对灵魂不灭的结

论,〔36〕因为人也是各种成分因缘和合而成,受制于“缘起”的规律,这就是“诸法无我”。而在

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佛教提出“八正道”〔37〕的修行方法,“涅槃寂静”的修行目标,以及

与之相匹配的以“五戒”和“十善”〔38〕为基本要求的行为准则,这是对佛教信徒行为的基本要

求,也是出家僧侣戒律的基础。〔39〕佛教的达摩三义相互配合,紧密关联,构成了佛教法文化

的核心内容。总体而言,佛教始终以达摩为中心,围绕达摩展开。这种“依法不依人”的态度在

阿育王的达摩治国中得到集中体现。但值得关注的是,阿育王的达摩所崇奉的那种法,似乎仅

止于佛教达摩三义中的第三义,而不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因此,阿育王的达摩并未

建立在佛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而选取的是行为准则的部分。
其次,达摩治国的伦理原则和制度安排与佛教“达摩”部分相符。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提出

四大伦理原则和相应制度。这四个原则符合佛教达摩。佛教中亦不乏对信众孝敬父母、尊师

重道的教诲,在“五戒”与“十善”中也对人们的妄语、恶口、两舌、绮语等言不真实的问题做出禁

止性规定,更有不杀生(ahisā)的规定。这些规则不因种姓、身份、财富和性别而变化,平等适

用于所有人。但阿育王的达摩治国仅涉及佛教达摩中的部分内容。佛教“五戒”“十善”对人

“言语真实”的要求更加细致,而阿育王法敕仅作了简要规定;“五戒”“十善”有明确的关于禁止

盗窃、邪淫和饮酒的规定,法敕中却并未涉及。佛教达摩对出家僧侣所应服从的戒律有系统规

定,而阿育王石刻除小石柱法敕外,对此几乎全未涉及,其主要适用对象是普通民众。佛教达

摩力倡“八正道”的修行方法,阿育王达摩治国则更强调其中正语、正业和正命三个部分,对其

它五部分并不强调。由此看来,阿育王仅仅吸收了佛教达摩的部分规则,着眼于对外在行为的

约束,而非将佛教达摩全盘引入,变为王法。他更注重佛教能为己所用的内容,选取的是官僚

体系能够推行的部分,而且这些部分往往并非佛教所独有。例如,古婆罗门教和耆那教也有不

杀生的戒律,〔40〕甚至在耆那教中有更严格的要求。〔41〕达摩治国对“众生平等”的强调也非佛

教独有,耆那教也有类似主张。因此,我们很难说,这些伦理内容单独取材自佛教,更可能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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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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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巫白慧:“奥义书哲学和佛教”,载巫白慧:《吠陀经和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版,第355页。
《大般涅槃经》,载《长部》,段晴等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67页。
佛教对灵魂问题的讨论,参见《阇利耶经》,载《长部》,见前注〔35〕,第110-111页。
《大念住经》,载《长部》,见前注〔35〕,第361-362页。
佛教的“五戒”为戒杀、盗、淫、妄、酒五条戒律,“十善”则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

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愚痴。
平川彰,见前注〔6〕,第44页。
《摩奴法论》规定“谁杀无害的生灵以求自己的安乐,谁在生前死后都绝不会得安乐”,参见〔古印

度〕摩奴:《摩奴法论》,蒋忠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章,第45颂,第94页。下文用数字来

表示,如“5:45”章和颂(条),前面的数字代表章,后面的数字代表颂(条)。
耆那教的“达摩”观也包含“五戒”,分别为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SeeOlle

Qvarnstron,“DharmainJainism– APreliminarySurvey,”JournalofIndianPhilosophy,Vol.32,No.5/

6,2004,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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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选取诸多宗教和教派中共性的部分。
复次,阿育王介入僧团纷争加强了与佛教的联系。史密斯认为,“为铲除分裂行为,并在僧

侣和僧尼中维护团体的统一,阿育王自封为僧伽首领”。〔42〕罗米拉·塔帕尔反对这一观点,
认为阿育王崇信佛教是个人行为,而非树立国教。〔43〕巴沙姆也指出,“阿育王无疑是一位佛

教徒,而且他所阐明的达摩意识形态受到佛教启发。但将佛教与阿育王的达摩完全等同,且认

为阿育王将佛教宣传为国教,便过度解读了法敕,偏离了君主意图”。〔44〕笔者认为,应从达摩

治国的特质出发,分析阿育王看待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首先,达摩治国是一种政治方略,而非

宗教信仰,因此阿育王介入宗教纷争的考虑具有政治性而非宗教性。他试图通过赋予达摩以

政治涵义来统一思想,化解分歧,以服务于国家整合目标。从法敕关于宗教宽容的内容来看,
阿育王无意将佛教奉为国教,也并不试图建立政教合一体制,达摩治国的四大伦理原则并非佛

教独有,不具有明显宗教偏向。其次,阿育王并非以僧团首领身份介入僧团纷争。依据佛教戒

律,如阿育王是僧团首领,须受具足戒出家,而在法敕中,没有发现阿育王满足这个条件的历史

记载。复次,阿育王对佛教和戒律的理解,仅停留在一般居士层次。慕克吉(Radhakumud
Mookerji)认为,阿育王是佛教居士,在家信徒,至多是预备僧侣而非宗教领袖。〔45〕

最后,达摩治国激活了佛教的“转轮王”理想。北传佛教的《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将阿

育王视为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典范。据孙英刚研究,“转轮王”(Cakravartin)观念早在佛教诞

生之前,便在古代西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以“众王之王”和“统一君主”的形式出现,指征服

四方的军事领袖。〔46〕但佛教转化了“转轮王”观念,将作为武力征服象征的“战轮”变成了“法
轮”(Dharmacakra),指维护、支持和传播佛教,并能推行佛教“达摩”的君主。佛教的转轮王具

有五个核心特征。第一,转轮王维护佛教的达摩。转轮王并非法的创造者,而是法的维护者,
是护法的君主。第二,转轮王支持佛教的达摩。这种支持包括动用权威扶持佛教,以“财施”方
式供养佛教僧团,传播佛教达摩。第三,转轮王负有达摩治国义务,包括确保国家和平安乐,照
顾鳏寡孤独废疾者,供养苦行者和修道者,关怀妇女和儿童,保护生灵。第四,转轮王的命运受

达摩决定。即使贵为君主,也无法摆脱业报轮回的规律,不因为身份地位尊贵而有享受特权。
君主与平民完全平等。第五,佛教寄希望于依靠达摩驯化君王,使其远离暴力,和平治理国家。
在阿育王之前的原始佛教经典中,虽有关于转轮王形象的描述,但在现实政治中,符合这种理

想形象的君主极少。直到阿育王出现,佛教才有意识地将阿育王形象与转轮王理想衔接。历

史实相或许并非阿育王依照转轮王的理想标准来治国,而是利用了佛教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
阿育王为什么选取佛教法文化来加工达摩治国? 有两点原因值得重视。
第一,阿育王的身世。据《阿育王传》记载,阿育王是摩揭陀国王室后裔。〔47〕但南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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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史密斯,见前注〔5〕,第184页。

SeeRomilaThapar,“AsokaandBuddhism,”Past& Present,No.18,1960,pp.43-51.
A.L.Basham(ed.),ACultureHistoryofIndia,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p.42.
有关类似的观点,seeThapar,supranote32,p.187.慕克吉认为,阿育王的身份介于居士与比丘

之间,并未受具足戒,seeRadhakumudMookerji,Asoka,London:McMillanandCo.,1928,p.23.
参见孙英刚:《七宝庄严:转轮王小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11页。
详见《阿育王传》卷1(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Q2,T50,No.2042,p.99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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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记载却揭示出,孔雀王朝君主出身并不高贵。其祖父旃陀罗笈多姓“孔雀”(Maurya),此
或为某氏族最初的、雅利安之前的图腾。有些记载说,旃陀罗笈多是牧民之子,也有材料说他

的母亲来自于难陀王朝的皇宫。〔48〕相对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孔雀王朝王室并非出身刹帝利,
甚至并非典型的雅利安种姓。〔49〕这使孔雀王朝的君主难以获得充足的统治正当性。因此旃

陀罗笈多晚年笃信耆那教,甚至放弃王位从事苦修,将自己活活饿死;其子频头娑罗王也曾是

耆那教和正命派的信徒。阿育王早期信奉耆那教和正命派,〔50〕后来选择崇奉佛教,都是寻找

新的统治正当性的举措。
第二,阿育王希望稳固帝国,“将诸多归属于彼此分歧群体的小政治单元加以整合,使之至

少能够基本和谐一致”。〔51〕而佛教主张“中道”,具有更大包容力。这种包容力体现在四个方

面。首先,佛教反对耆那教的苦行主义,认为依赖“八正道”即可获得涅槃,这使它能与各种社

会阶层的生产生活兼容;其次,佛教虽然反对婆罗门教,但与婆罗门教的对抗并不如预想强烈。
佛教保留“业”与“轮回”思想,减缓了对种姓制度的冲击,使佛教不至于从根本上动摇村社的社

会基础。同时“众生平等”观又为新兴城市生活与跨种姓合作提供助力。复次,佛教主张“戒
杀”与“止战”,反对严刑峻法与军国主义政策,能够修复帝国早期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成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怀柔措施。最后,佛教由流动中的托钵僧组成,适合作为帝国的宣传队,借助

推广佛教形成怀柔异邦的外交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一方面使帝国威名远播,另一方面也促

成了佛教由区域性宗教向世界性宗教的转变。
(二)达摩治国对现实主义治国术的继承

阿育王的达摩治国通过充分吸收以佛教法文化的伦理成分,为自身统治提供正当性支持,
但这种治国方略所不可或缺的还有现实而具体的治国术。

孔雀王朝开国君主的国师憍底利耶所著的《利论》是今天留存于世的另一部反映孔雀王朝

真实情况的历史文献。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在阿育王时代,《利论》是否仍发挥主导作用,但从

常理考虑,阿育王不可能抛弃《利论》中所记载的那种治国术实现有效治理。考诸《利论》,我们

发现,憍底利耶主要从五个维度对君主治国术进行论述,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第一,王政。与达摩治国的政体形式相同,《利论》也主张君主治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君

主,而君主的职责在于,“归属于四种姓与四行期的世人,在国王刑惩的保护下,致力于各自本

法与本业,遵循各自的道路”,〔52〕避免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状态。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君主

须致力于法、利、欲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法、利、欲三者中,法与利都涉及公共事务,欲在二者背

后,指向推动和限制公共生活的个体因素。法与利之间,存在五种关系。其一,法与利是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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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李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
第59页。

SeeS.S.Gupta,Ashoka:TheGreatandCompassionateKing,London:PenguinGroup,2012,

chp.2.
SeeEdwardThomas,“TheEarlyFaithofAsoka,”Th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of

GreatBritainandIreland,NewSeries,Vol.9,No.2,1877,p.184.
Thapar,supranote32,p.183.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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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法指向人的伦理追求,利指向物质追求,二者相互关联;〔53〕其二,法与利有功能差异。
法规定种姓和人生义务,利涉及生存发展的治术;其三,法与利关联不同社会角色。法突出婆

罗门视角,利强调刹帝利视角,二者相互制约。《摩奴法论》强调利服从于法,刹帝利服从于婆

罗门;《利论》主张法服从于利,婆罗门服从刹帝利,认为“利恰是首要的,因为法与欲都以利为

根基”。〔54〕其四,法与利存在内容交叠。法论中规定君王达摩,《利论》中也有类似内容。〔55〕

第五,法与利分别代表超越与世俗两个面相。法具有超越旨趣,扎根吠陀信仰;利则有世俗面

相,强调对凡俗生活的调节。在《利论》中,君主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
第二,官制。如果说吠陀经典所描绘的是一幅村社半自治的风景画,那么《利论》展示的则

是一幅王权高居穹顶,行政力量辐射四方的家产官僚制国家蓝图。孔雀王朝的官制分为辅臣

和官吏两个部分。辅臣是指围绕君主,为其出谋划策的臣子,包括作为辅臣之首的谋臣(man-
trin)和国师(purohita),以及其他辅臣。谋臣的角色近乎宰辅,国师则发挥着王室祭司的作

用。《利论》中还列举了从事“治生”事务的各种官吏,它们构成了官僚体制的毛细血管,渗透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阿育王时代,帝国官僚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密斯研究,在阿育

王的统治下,官员分出了高阶官员(mahamatras)和低阶属吏(yuktas)。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区

分部落首领的半自治区,总督辖区和帝国的直辖区三种类型。在地方最高长官总督之下,分别

设立管理者(rajukas)、地区官员(pradesikas)和大量的低阶属吏(yuktas或upayuktas),形成

了等级分明的官僚体系。同时,还设有国王和高官秘书处,供秘书(lekhakas)工作。〔56〕这为

帝国的日常行政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律法。《利论》同时对民事、刑事方面的法律及司法制度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四

个方面。其一,法律渊源。《利论》谈到,“讼事有四足:法、律则、习俗、王命;[四者中]每个靠后

者都压过每个靠前者”,〔57〕“足”是支柱或标准之意,即我们常说的法律渊源。在这四种法律

渊源中,法即“达摩”,是根据吠陀经典所规定的神圣义务,律是指国家法的司法程序,习俗指的

是不同地方的习惯法,王命则指的是国王所颁布的法令。这四种法源各有其效力基础,“在此

四者中:法基于真理,律则基于证人;习俗基于人们的[普遍的]看法,王命则是国王的文书”,这
四种法律渊源都为王室认可,经筛选和确认记录于相应司法档案中。〔58〕《利论》规定,“在法

方面,若[论典上的]教诲和任何王命相互抵牾,那么他应以王命为准,因为,在那上面,[书面

的]教说行不通”。〔59〕而在《摩奴法论》中则规定,国王应依据法论和当地习俗中所见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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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58〕

〔59〕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7:3:3。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7:3:6。
有关类似的发现,seeMarkMcClish,“TheDependenceofManu̓sSevenChapteronKautilya̓s

Arthasastra,”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34,No.2,2014,pp.241-262;PatrickOl-
ivelle,“ManuandThe‘Arthasastra’:AStudyinSastricIntertextuality,”JournalofIndianPhilosophy,

Vol.32,No.2/3,2004,pp.281-291.
史密斯,见前注〔5〕,第76页。
憍底利耶,见前注〔10〕,3:1:58:39,3:1:58:40。

SeePatrickOlivelle,“TheFourFeetofLegalProcedureandOriginsofJurisprudenceinAncient
India,”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35,No.1,2015,pp.33-47.

憍底利耶,见前注〔10〕,3:1: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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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来进行审判,并没有将王命作为独立的法源。〔60〕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利论》突出强

调国王推动法律发展的能力。其二,王室司法。《利论》规定,法官(dharmastha)属于辅臣级别

的官员,由国王通过甄选所任命。他们三个一组,在戍镇、集会、区会和郡会负责审理案件。据

《摩奴法论》的描述,法庭常常是由国王亲自审理,在国王无法参加的时候,则委任一名博学的

婆罗门审理案件。婆罗门则与三位陪审官组成法庭,在大厅代表国王审理案件。〔61〕但《摩奴

法论》中并没有关于司法组织内部分化的迹象,且国王甄选的法官似并不具有专门性质。而

《利论》的相关论述使我们看到了不同级别审判组织的雏形,且法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摩
奴法论》不同,法庭组成人员并不必须由婆罗门担任。《摩奴法论》列举的18个项目的诉

讼 〔62〕在《利论》中都有所涉及,且规定得更加细致全面。〔63〕其三,诉讼程序与证据规则。在

《利论》中,法庭程序和举证规则都有了相应规定。〔64〕其四,拔刺。所谓拔刺,是指清除荆棘、
除刺之意,《摩奴法论》称为“拔除国刺”,比喻处理那些破坏社会秩序,威胁君主统治的行为。
为了打击这些活动,孔雀王朝专门设立了特别法庭,以对相应类别的案件进行审理。这一特别

法庭由具有辅臣资格的三个裁判官组成,〔65〕受理案件涉及手工业者、商贾破坏生产和市场秩

序方面的犯罪,聚落与城市中所发生的行贿受贿、作伪证,以邪术诱动邪徒,杀人、偷盗、奸淫妇

女等破坏生活秩序的犯罪,以及包括法官在内的官员徇私枉法、监守自盗的犯罪。此外,这个

特别法庭还专门负责“国王与王权的拔刺”,〔66〕即处理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可以通

过暗地处刑的方式,包括毒杀、暗杀等来解决,称为“秘惩”。〔67〕总体而言,孔雀王朝围绕着王

权形成了初步的王室法院体系,并针对着一般民事案件、一般刑事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形

成了相应诉讼体制,发展出较为完善的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且这些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世俗

化特点,与孔雀王朝王权的崛起有着密切关联。
第四,权术。君主统治除了借助法律之外,权术也是必要手段。首先,国王通过秘密考验

(upadha)的方式检验辅臣的忠诚。〔68〕其次,国王会选命暗差,对各行各业暗中探查。〔69〕这

样,在官僚体系之外,君主发展出“暗网”,以求对国家进行全面控制。复次,国王根据情况,收
买敌国党众。〔70〕再次,国王在与臣子谋议政事时,应与三个或四个谋臣谋议,以求兼听则明,
避免为谋臣所辖制。最后,国王应防范妻子和王子。《利论》谈到,“王子们和蟹都有同一特性:
吃掉自己的生身者”。〔71〕而对于内院妻妾,国王更是严防死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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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见前注〔40〕,8:2-3。
见前注〔40〕,8:1,8:9-11。
见前注〔40〕,8:4-7。
憍底利耶,见前注〔10〕,第3篇。
憍底利耶,见前注〔10〕,3:1:58。
憍底利耶,见前注〔10〕,4:1:76:1。
《利论》译为“去刺”,底利耶,见前注〔10〕,5:1:89:1。
憍底利耶,见前注〔10〕,5:1:89:4,5:1:89:21-56。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10:6。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11-13;同时参见前注〔40〕,7:154。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14:10。
憍底利耶,见前注〔10〕,1: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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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安全,防范各种内外部威胁,君主必须像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

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72〕

第五,外交。《利论》提出,国王、辅臣、聚落、要塞、库财、军队和盟王是构成王国的七要

素。〔73〕在这七要素中,国王是主导因素,不论内政还是外交,都依赖于国王。国王须考虑影

响外交的各种因素,审时度势,做出理性决定。憍底利耶将综合各因素的国际体系称为“曼陀

罗”秩序。此处“曼陀罗”为日月之轮、轨、域的意思,比喻成体系、秩序、世界,其中本国君主处

于中心位置,他国依据远近以及与本国的关系围绕这个中心展开。〔74〕每个国王都致力于增

强能力和成就,寻求削弱甚至毁灭其它国王。为实现强大的目标,国王必须根据情况,选择六

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分别为和、战、静待、往征、托庇和贰端。憍底利耶说,“此六策中:缔约为

和;扰害为战;漠然置之为静待;增拓[力量]为往征;委身于人为托庇;似和实战为贰端。”〔75〕

总体而言,这种以“曼陀罗”秩序为基础的“六策”反映出孔雀王朝处理国际关系的三个核心特

征:“曼陀罗”秩序是诸国纷争的国际体系;外交政策所考虑的七要素,体现将国内、国际两个方

面统筹把握的思想特点;这种外交政策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理想成分淡薄。
(三)伦理与政治的新综合

当我们将《利论》中的君主治国与佛教文献中的转轮王治国相对照,就不难发现,二者存在

显著差异。如果说,佛典中的治国理想是理想主义、福利主义、合作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那么

《利论》中的治国方略则是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斗争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佛典中的达摩治国着

眼于治道,缺乏治术;《利论》中的君主治国则着眼于治术,对治道强调不足。佛典中的治国方

案体现的是佛教伦理,《利论》的方案体现的是婆罗门教伦理;佛典中的治国方案强调达摩“驯
化”君主,《利论》则主张王令操控国家。佛教采取佛教信徒视角,《利论》是君王视角。如果说,
阿育王作为帝国之君,无法抛弃父辈所留下的国家机器,须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那么,他又如

何处理这两种截然不同治国方案之间的内在冲突?
笔者认为,阿育王恰恰是在保留《利论》中所记载的绝大部分政法制度的基础上,完成了伦

理与政治的新综合,而这恰恰是阿育王达摩治国的独特之处。这种综合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阿育王借助佛教法文化和其它沙门思想提升王权,使王权与官僚体系紧密配合。这

种配合表现在法敕突出强调王权至上的理念,将国王置于官僚体系顶端。而佛教伴随印度古

代国家而形成,有利于国家发展。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在《古代法》中将古罗马法与古印度

法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并指出,由于古印度的统治贵族通过宗教而非政治保持垄断优势,导
致宗教色彩浓厚的法律窒息了法律发展。〔76〕因此,在法律文明早期,政治力量对宗教势力的

突破,往往伴随着平民力量相对贵族势力的崛起,这成为法律进步的力量之源。但古印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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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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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4页。
憍底利耶,见前注〔10〕,6:1:96:1。《摩奴法论》称之为“七肢者”,详见前注〔40〕,9:294。Seealso

KiranjitKaur,“Kautilya:SaptangaTheoryofState,”TheIn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71,No.
1,2010,pp.59-68.

憍底利耶,见前注〔10〕,6:1:96。
憍底利耶,见前注〔10〕,7:1:98:6。同时参见前注〔40〕,7:160。
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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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轨迹与梅因的论述有所不同。在孔雀王朝时期,恰是宗教体系的内部改革,为王权崛起

和法律发展开辟道路。佛教通过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宗教改革,成功打破了古婆罗门教所维

护的教权统治,为古代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通观佛教的政治理念,我们不难发现,佛教较依

赖于刹帝利,力主抬升其地位。例如,在南传大藏经《长部》的《阿摩昼经》中,释迦牟尼便

说:“……以女子与女子比较,或者以男子与男子比较,均是刹帝利更优胜而婆罗门低下。”〔77〕

在著名的“七不退法”中,释迦牟尼针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侵略跋祇国的计划,提出治国建议,
对世俗政治颇为关注。〔78〕他希望君主能破除婆罗门教的“祭法”,打破婆罗门垄断知识与财

富的局面,为包括城市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打开通道,并最终建立起符合新

社会秩序要求,能够“依靠法,尊敬法,崇尚法,以法为旗帜,以法为标志,以法为统帅”〔79〕的新

君主。而阿育王的达摩治国理念的独创性在于,将佛教法文化与世俗王权的相容性发挥到最

大,且与孔雀王朝已有的官僚体系紧密结合。
第二,阿育王借助佛教法文化塑造新伦理,创造具有包容性的统治意识形态。孔雀王朝是

印度历史上首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在它的版图内,既有传统婆罗门教曾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

地区,也有周边受到各种文化影响的地带。因此,在国家治理中,阿育王面临五对亟待处理的

复杂关系,分别是城市与乡村,婆罗门与刹帝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心与边陲,以及婆罗门

教与沙门思想的关系。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伴随着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想勃兴,
传统婆罗门教与沙门思想的对立突出。这种思想争锋势必传导至政治生活。如何协调处理正

统思想与异端之间的关系,对君主来说绝非是非对错的单选题,而是如何能兼容并包的多选

题。而在加工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佛教法文化发挥了不可或缺,但绝非唯一的作用。
阿育王达摩治国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选择性地借取了佛教法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使之巧妙

与古婆罗门教和其它沙门思想相互参照,提取其公因式,形成了复杂综合体。这样,阿育王的

达摩就变成了一个总参照系,使自身与各个宗教、集团和地域所理解的“达摩”建立连接,使帝

国的不同部分团结在达摩的旗帜下。与此同时,阿育王也通过“立新”实现“破旧”效果。例如,
通过破除婆罗门教祭祀中大规模杀生的规定,间接抑制了婆罗门的影响力;通过君主涉足佛教

僧团的纷争,加强了王权对佛教的控制;通过强调达摩的伦理规则并设置达摩官,强化了对官

僚体系的掌控和对帝国边陲的有效治理;通过宣示停止战争,既怀柔了边陲,也遏制了军功集

团的实力增长。这些都在冠冕堂皇的“达摩”之下暗中进行,起到了平衡、调节国内各种势力的

成效,是将伦理与政治实现配合的另一种体现。
第三,阿育王通过佛教法文化缓和现实主义治国术的严酷,形成张弛有度的统治格局。

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是对孔雀王朝前期治国方略的调整,这一调整为孔雀王朝的维持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这一方略调整的具体表现有:①改变帝国前期以军事征服为主要目标的治国

方略,转而采取和平主义措施。②改变帝国前期的严刑峻法,转而采取较为宽和的刑罚举

措。《羯陵伽第二法敕》中,阿育王专门谈到:“同样,一些人招致监禁和拷问,若他们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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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参见《阿摩昼经》,载《长部》,见前注〔35〕,第67页。
参见《大般涅槃经》,载《长部》,见前注〔35〕,第220-222页。
通俗翻译参见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是没有理由的拷问,就会有很多人为此感到悲痛。这种情况下,你们就要作出公正的审

判。”〔80〕③改变帝国前期过分强调“利”的治国术,转而强调“法”的主导作用。通过这种方

式,阿育王实现了国家由权术治国向达摩治国的重大转变。与权术治国相比,达摩治国具

有更坚实的正当性和更持久的稳定性,不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有利于限制和约

束权力的滥用,显然这是明智的选择。
但即便如此,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所实现的伦理与政治的新综合,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缺

陷。随着达摩治国深入帝国核心地带,阿育王发现需要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阿育王的

达摩治国在帝国核心区首先遭遇到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正统思想抵制。例如,《第五石柱法

敕》对杀生作了极其严格的禁止性规定,这表面看起来与婆罗门教不杀生的戒律相通,但《摩奴

法论》同时规定,“为了祭祀,婆罗门可以宰杀被赞许的禽和兽”。〔81〕阿育王却排除了一切例

外条款。这种过于严格的措施,引起婆罗门的不满。〔82〕此外,阿育王本人对佛教的偏好,也
引起信仰婆罗门教的王公贵族的反感。通过《王后小石柱法敕》,我们得以窥见王室经常性地

对僧伽进行宗教捐献。〔83〕这也反映出阿育王的宗教捐献与国家财政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

系。此外,官僚体系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展而变得庞大,也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麦克菲尔

(JamesMerryMacphail)说:“阿育王将达摩强加于全体人民的巨大努力一定是给了他的代理

人很大的权力,而且,如果人性在当时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权力

有时会被滥用。”〔84〕这套庞大的官僚体系紧紧操诸君王之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主的掌

控能力,而一旦继任者缺少阿育王那样的雄才大略,这套官僚机器便容易陷入腐化,甚至是瘫

痪状态。实际上,出于古代社会治理技术考量,这种类型的古代帝国,往往不得不结合以相当

程度的地方自治,单独依赖官僚体系的力量难以长久掌控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当然,最重要

的问题是如巴沙姆所说,孔雀王朝“缺少将民众整合进入单一政治实体的最强纽带”。〔85〕南

亚次大陆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以至于当时难以形成单一的民族整体。〔86〕尽管阿育

王提出达摩思想试图加以整合,但长远看来,其统合力并不如预想那么强。最后,佛教毕竟是

以古婆罗门教的竞争者姿态出现的“异端”,而非古印度的主流文化。〔87〕与婆罗门教相比,佛
教更加依赖于出家僧侣,与基层社会生活的结合度不足。因此,它只能作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

调节性因素发挥作用,很难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撑。
公元前232年,阿育王驾崩。时隔不到半个世纪,公元前188年,孔雀王朝覆灭。在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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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84〕

〔85〕

〔86〕

〔87〕

《羯陵伽第二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65-166页。
见前注〔40〕,5:22。

SeeJamesMerryMacphail,TheHeritageofIndia:Asoka,AssociationPr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18,p.49.

《王后小石柱法敕》,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87页。

Macphail,supranote82,p.58.
Basham(ed.),supranote44,p.43.
Thapar,supranote32,p.263.
关于佛教作为异端思想的定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康乐、简惠

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84-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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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地带,一个出身于婆罗门的将军弗沙蜜多罗(Puyamitra)篡夺王位,开启了巽伽王朝。
阿育王的故事和他达摩治国的伟大方案被尘封于历史之中。

三、达摩治国与现代印度法

(一)从手摇纺车轮到阿育王轮

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一面由橙、白、绿三色组成的旗帜

成为国家象征,而在旗帜中央,印制着阿育王轮。在孔雀王朝覆灭2000多年后,阿育王的印迹

以醒目方式,成为印度共和国政治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印度独立之前,1947年7月22
日国大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尼赫鲁解释了选择阿育王轮作为国家象征的缘由:

对我而言,我感到格外高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间接地与这面旗帜建立起联系,它不

仅是一种象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阿育王的名字相连。阿育王不仅在印度史上,而且在

世界史上都是最响亮的名字……现在由于我提到了阿育王之名,我应请诸位想象印度史

上的阿育王时代,它在本质上是印度历史中的国际化时期,而非一个狭隘的民族国家时

代。〔88〕

有趣的是,早在1921年,甘地在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也曾为未来的印度设计国

旗。甘地版的国旗由红、绿、白三色构成,分别象征着牺牲、希望与和平,而在这版旗帜的中央,
同样镶嵌了一个转轮。不过它是手摇纺车的转轮,而非阿育王轮。为什么到了印度的建国时

刻,阿育王轮取代了手摇纺车的转轮? 这绝非一个艺术设计的问题,而是关乎印度现代国家建

设的总体方向和印度文明的自我理解。
在甘地的建国理想中,追求真理(Satyagraha)的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包含两个部分。一个

部分是“斯瓦拉吉”(Swaraj),即通过“非暴力不合作”实现印度自治;〔89〕另一部分则是“斯瓦

德西”(Swadeshi),意为自产、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即推动印度乡村手工纺纱运动,抵制英国纺

织工业的侵蚀。〔90〕斯瓦拉吉得到了以泰戈尔、尼赫鲁为代表的广大民族解放精英们的支持,
而斯瓦德西却受到大量质疑。泰戈尔认为,机械地围绕着手摇纺车不会带来真正的自治,只有

走上生气勃勃的全面发展道路,印度才能享有真正的自治。〔91〕他说:甘地所推崇的手摇纺车

不过是“一面象征着狭隘的物质力量的旗帜,一面象征着不发达的机械力量的旗帜,一面象征

着工业衰弱的旗帜。它缺少精神力量的召唤”。〔92〕尼赫鲁也指出,“然而,甘地真正地要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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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OlivelleJaniceLeoshkoandHimanshoPrabhaRay(eds.),ReimaginingAsoka:Memory
and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2.

参见(印)甘地:《印度自治》,谭云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0-102页。
参见(美)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尚劝余等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2020年版,第168页。
参见虞乐仲:《印度精神的召唤———作为政治理想主义者的泰戈尔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33-134页。
(印)泰戈尔:《泰戈尔的政治思想》,载刘安武等编:《泰戈尔全集》,第21卷,刘安武、倪培耕、白开

元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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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去。他的主张,不仅使人想到其结果将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而且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

的乡村”。〔93〕显然,甘地所构想的乡村共和国无法支撑起一个广土众民的现代印度。在泰戈

尔和尼赫鲁的心目中,理想的印度应该将崭新的灵魂与强健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具有

现代精神的统一国家。〔94〕正如印度学者阿楠雅·瓦杰帕伊(AnanyaVajpeyi)所主张的,问题

的关键并非在于自治的手段,而在于寻找到现代印度的“自我”。〔95〕因此,斯瓦拉吉注定将是

一场寻根之旅。而在寻找现代印度灵魂的过程中,甘地给出的答案是分散、自治的乡村共和

国;尼赫鲁给出的答案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共和国。手摇纺车轮代表甘地的答案,阿
育王轮代表尼赫鲁的回答。

隐藏在阿育王轮背后的争议不止于此。自孔雀王朝覆灭以来,到现代印度的诞生,时隔已

近2000年。在这近2000年间,阿育王几乎完全沉没在历史深处,为人所遗忘。若非19世纪

英国人的“发现”,人们甚至无法得知,在印度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君主。这一悲剧性

命运与古印度民族记忆中的其它君主———如《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和《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形

成鲜明对比,后者始终是印度人民心中喻慈悲与勇武于一身的圣王,被代代传颂。为何阿育王

却未能享受同等待遇? 而到了现代印度诞生时,阿育王的形象又为何突然崛起,重回时代焦

点? 究其原因,固然有印度文明自身不重视信史而重视宗教传说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自孔雀王朝之后,再无帝国主要依赖佛教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后来信奉印度教的婆罗门和

民众也不愿崇奉一位有着异端信仰的君主,更愿拥护符合印度教伦理标准的帝王。另一方面,
自莫卧儿王朝以来,为数众多的印度穆斯林也不愿崇奉信仰佛教的君主,而更愿意树立阿克巴

的光辉形象。这解释了何以在孔雀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阿育王会消失。在建国过程中,究
竟是建立一个印度教(Hindu)国家,还是一个印度(India)国家,曾引起很大争议。甘地一方面

小心翼翼地调和不同政治理想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也希望从主流文化借力,以激活新印度的政

治想象力。因此,他提出“罗摩之治”的主张,但罗摩这一政治形象显然是印度教式的。与甘地

不同,尼赫鲁认为,现代印度应该是一个建立在宗教宽容基础上的世俗主义国家,因此他选取

阿育王而非罗摩作为现代印度的政治象征。
由此看来,在阿育王轮背后,贯穿着传统印度抑或现代印度,印度教印度抑或世俗主义印

度之间的激辩。而这种激辩在今天一直深刻影响着印度的政治法律发展。
(二)达摩治国的五重政治想象

笔者认为,在现代印度,阿育王轮成为一种涵义丰富的政治符号,是达摩治国的象征化表

达,它包裹着五重政治想象,致力于探索古老印度文明与现代印度国家的融合之道。这种融合

之道既非回到过去,以古代法律来治理现代国家,也非抛弃传统法文化,切断古今的意义关联,
而是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通过文化再阐释,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提炼和升级,使之与现

代民主法治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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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印)尼赫鲁:《尼赫鲁自传》,毕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07页。
尼赫鲁对甘地的反对意见和国家工业化的设想,参见(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向哲濬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372页。

SeeAnanyaVajpeyi,RighteousRepublic:ThePoliticalFoundationof ModernIndia,Cam-
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2,preface,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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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统一。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曾憧憬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96〕

在这个国家,形成强大的政治中枢,将分散力量聚合起来,打破地域、种姓、教派所造成的分裂

局面,塑造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政治认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与文化特质的原因,印
度政治孱弱,国家整合能力不足,仅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儿王朝为代表的少数时期,能
够趋近短暂统一。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与西北地区异族持续涌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德干高原所带来的南北差异有关。印度是世界宗教博物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突出,却同

时教派林立,使政治整合难度加大,这一情况与中国恰成对比。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早熟,政在

教上,使王权强悍;而印度由于宗教势大,教在政上,使教权高涨。〔97〕正因如此,孔雀王朝作

为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趋近于统一全印的时期,具有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孔雀王朝的前三

代君主皆以强有力的统治闻名于世,不仅成功抵御外侮,而且实现了对广大疆域的有效治理。
特别是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改变了前两代君主的军国主义政策,创造了治下的和平状态,成为

现代印度治理国家的典范。阿育王轮也成为以政治与法律来整合印度,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

象征。
第二,包容。自古以来,印度文化便具有惊人的多元性。早在公元前15世纪,雅利安文化

便来到南亚次大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本土达罗毗荼文化逐步融合;到了公元前6世纪,
在恒河流域百家争鸣,沙门思想风起,创造了古印度文化惊人多样的局面。此后希腊文明、波
斯文明、突厥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纷纷涌入印度,成为其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一体多元”的面貌有所不同,古印度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更加显著,一
体性则略显不足。〔98〕因此,在整个印度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在多元中创造统一,始终是重

大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印度文化走上了兼容并包之路。这与很多其他古代文明

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形成对比。以阿育王的达摩治国为例,他所倡导的达摩实际上是兼容婆

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各个宗派思想的产物,是一个经过审慎加工的文化综合体。在这种达

摩治国方略中,各家各派信众和平共处、公开辩难,而不会遭到统治者的压制和歧视。而在与

孔雀王朝大体相近的历史时期,中国秦朝采取的却是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即便后来的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成为帝国的文化政策。尽管在古印度,这种文化上的兼

容并包当然常常伴随以政治整合能力的不足,但另一方面,又使印度文化具有了柔性力量,使
其历经外敌入侵与国家破碎,却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及至近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时期,印度面临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强烈冲击,使其民族精英在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过程

中,同时思考如何重新焕发印度文化的活力,溶入西方文化的新鲜血液,使其重获新生的问题,
泰戈尔称之为“心灵的斯瓦拉吉”(Swaraj-Sadhan)。〔99〕以提拉克、甘地为代表的印度教思想

家主张,以印度教为文化内核,吸收现代文明因子,将其改造成适合现代印度国家的主导思

·185·

达摩治国:阿育王与印度佛教法文化

〔96〕

〔97〕

〔98〕

〔99〕

尼赫鲁,见前注〔94〕,第493页。
参见高鸿钧:“法律与宗教:宗教法在传统印度法中的核心地位”,《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第5

-16页。
参见高鸿钧,见前注〔12〕,第6-27页。

SeeR.Tagore,“TheCultoftheCharkha,”ModernReview,September,1925,pp.26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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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100〕印度的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Ambedkar)则认为,种姓制度以印度教为根,只有铲除这

个不平等的文化之根,重建印度文化,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印度,因此他提出将西方启蒙思想

与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相结合;〔101〕而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则担心,若独立的印度扎根

于印度教文化,势必导致广大穆斯林沦为少数族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难以获得包容和平等相

待。〔102〕在这一文化碰撞、整合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阿育王的达摩治国理想透射出历史的光

辉。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印度历史上有四个伟大人物———
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都是印度文化中自由表达与充分宽容精神的代表,对近现代的

印度政治,产生了正面影响。〔103〕阿育王仿佛一个典范,显示出一个国家如何既能够做到文化

的兼收并蓄,同时又保证政治的统一。塔帕尔认为,在今天逐步趋向于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阿
育王故事促使我们反思印度传统,它究竟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要求其它类型的文化成分屈从

于、溶解于这个主流文化? 还是印度可以像阿育王当年所做的那样,将国家建立在各种文化成

分平等相待、兼容并包的基础上? 〔104〕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深刻影响印度未来的走向,
促使人们反思日益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

第三,和平。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帝国常常伴之以武力征服,载入史册的君主往往是穷

兵黩武的暴君。而阿育王是为数不多并非以赫赫武功,而是因对战争的忏悔和反思而名垂青

史的君王。与东临碣石,刻碑以表彰武德的秦始皇不同,阿育王提出让“战鼓的回响转化成达

摩的回响”,通过合乎道义的法取代暴力,让铸剑为犁取代血腥征伐。阿育王的和平主义有着

古印度哲学“不杀生”的思想根基,这一点为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所共享。在近代印度民族解

放运动中,这种“不杀生”的哲学转化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成为号召印度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

治的指导思想。在甘地看来,非暴力不仅仅是斗争的手段,而且与追求真理的道义要求密不可

分,〔105〕很多时候,法鼓比战鼓更加激越,更能鼓舞人心。但有的时候,非暴力显得过于软弱,
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难题,特别是在受压迫者所遭遇的敌人穷凶极恶的时候。因此,在印度民族

解放运动中,提拉克便主张振奋民族精神,仿效《薄伽梵歌》中的阿周那,〔106〕奋勇投入正义的

战争。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在古印度文化中围绕着战争正义性问题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如

果说,阿育王所代表的形象是“非战之战”,那么阿周那所代表的是“战之非战”。所谓非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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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参见彭树智:《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SeeB.R.Ambedkar,“AnnihilationofCaste,”inValerianRodrigues(ed.),TheEssentialWrit-
ingsofB.R.Ambedkar,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p.263-305.

参见(英)赫克托·博莱索:《真纳传》,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3-184页。
参见(印)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刘健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版,作者序言,第3页。

SeeRomilaThapar,“Asoka:ARetropective,”inPatrickOlivelleJaniceLeoshkoandHimansho
PrabhaRay(eds.),ReimaginingAsoka:Memoryand 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

p.35.
参见(印)甘地:《甘地自传:我追求真理的历程》,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年版。

SeeRichard H.Davis,TheBhagavad Gita:A Bi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13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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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是以和平手段达成胜利目的;所谓战之非战,则是以战止战,以大无畏的牺牲换取正义与和

平。这两种对反形象的紧密融合,形成了印度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刻理解,〔107〕是达摩的有

机组成部分。印度独立后,在处理内部分歧的过程中,非暴力主义也常常成为国家解决问题的

指导方针,例如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印度便宁愿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缓慢推动改革,使其纳入

民主与法治的轨道。〔108〕当然,从短期来看,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思想适用于政治活动,有时显

得迂腐,甚至效果不彰;但从长远来看,却能使整个民族深深受惠于灵魂的宁静与平和。然而

在对外关系上,印度究竟应采取何种举措,也引起广泛争议。在尼赫鲁时代,印度选择和平主

义的不结盟外交,与周恩来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受到古印度文化中“五戒”的启

发。而自英迪拉·甘地执政以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开始显露出铁腕的一面。1971年英迪拉甘

地策动东巴基斯坦独立,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并且寻求与苏联结盟。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向也

令人联想到人们对阿育王外交政策进行的历史反思。例如,罗伊乔度里(D.H.Raychaudhu-
ri)就曾这样评价阿育王:“黑云在西北方的地平线隐隐出现。印度需要补卢(Puru)和旃陀罗

笈多那种有能力的人,以保卫印度抵御希腊国王入侵。但印度却迎来了一位空想家。”〔109〕恰
恰是阿育王的和平主义,使孔雀王朝丧失了抵御外族入侵,拱卫国家的军事动力,而今天的印

度,绝不应走他的老路。这种反思,也未尝不是阿育王历史影响的一种表现。
第四,共和。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君主,达摩治国是君主治国论。从历史实相来看,孔雀

王朝与现代印度的民主共和政体之间没有联系。显然,在印度的国旗上镶嵌阿育王轮绝非向

古代君主制致意。印度人深知,对帝国的怀恋不过是少数人时代倒错的幻觉。那么,对现代印

度而言,阿育王的达摩治国是否具有穿越历史的新意? 或许这种新意也来源于阿育王从佛教

法文化中借取的意义资源。当我们考察原始佛教的政治理想,便发现一种相当耐人寻味的现

象。一方面,原始佛教的达摩观能够与各种政体相兼容,这使佛教在阿育王时代保持了与君主

政体协调配合的姿态;而另一方面,在佛陀的教说和僧伽的法律实践中,却时常展现出共和制

的雏形,只不过这种雏形隐藏在僧伽组织内部。随着民主时代来临,那曾经蛰伏于佛陀教说和

僧伽组织内部的共和理想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得到表达。事实上,“印度宪法之

父”———著名的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使其致力于将西方近代民主共和

思想与佛教的共和思想相对接。〔110〕1950年,他发表论文《佛陀及其宗教的未来》,认为可以通

过赋予佛教以现代意义来服务于建设自由、平等和包容的印度。他说:“据我所知,满足所有要

求的唯一宗教是佛教。换句话说,佛教是唯一适合于世界的宗教”,〔111〕他后来还专门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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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110〕

〔111〕

SeeIsraelSelvanayagam,“AsokaandArjunaasCounterfiguresStandingontheFieldofDharma:

AHistorical-HermeneuticalPerspective,”HistoryofReligions,Vol.32,No.1,1992,pp.59-75.
参见刘学成、秦毅:“印度土地改革的政治意义”,《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第30-37页。

HemChandraRaychaudhuri,PoliticalHistoryofAncientIndia,Kolkata:UniversityofCalcut-
ta,1923,p.347.

参见毛世昌等编:《印度贱民领袖、宪法之父与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218页。

Y.D.Sontakke,ThoughtsofDr.BabasahebAmbedkar,Delhi:GautamPrinters,2004,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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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及其达摩》一书,〔112〕推动佛教在印度的复兴。尽管由于安培德卡尔的早逝,佛教在印度

的复兴受阻,但他的政治实践却表明,佛教作为古代印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实现印

度文明的现代转化,使源自西方的启蒙思想与东方古老的宗教、伦理观念彼此呼应,携手共进。
帕特里克·奥利维勒(PatrickOlivelle)指出,阿育王的达摩治国类似于建立一种公民宗教。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认为,公民宗教是“写在某一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

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113〕但与卢梭的公民宗教相比,阿育王的达摩观具有两方面

特征:其一,它不仅与国家相结合,而且与社会相联系,因此它未必需要自我组织化,而是融入

社会生活,容许各种不同的宗教共存;其二,它不要求对具体神格的信仰,特别无须诉诸君王崇

拜或国家崇拜,而是激发人们对法的信仰。〔114〕这恰恰遥遥呼应了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

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15〕若是奥利维勒的这一论断有理,我们或许

可以进一步说,在现代印度,阿育王的达摩治国理想已经转化为对民主法治的信仰,并借此树

立自由、平等和包容的公民身份。这条崭新的道路不仅解决了原始佛教政治理想所存在的制

度缺陷,而且也克服了君主制本身缺乏现代适应性的问题,可谓现代版的达摩治国。
第五,文明。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GeorgeWells)在《世界史纲》

中曾说:在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君主,庄严、优渥、恬静、尊贵,显赫一时,而阿育王的名字在其中

闪闪发光,差不多是单独地放射着光芒,是一颗明星。从伏尔加河到日本,人们都还对他抱有

尊敬;从中国到甚至已经抛弃他教义的印度,人们都还保持着他的伟大传统。今天世界上怀念

他的人比听到过君士坦丁或查理曼名字的人还要多些。〔116〕

韦尔斯的这段评价并非仅着眼于印度史,而是从世界史出发,给予阿育王以高度肯定。当

我们将阿育王与古罗马的凯撒、古代中国的秦皇、汉武,古代伊斯兰的苏丹们相比,便发现阿育

王并非以武力征服来荣耀自身,而是以达摩来约束自我。在阿育王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掌权者

所不可避免出现的腐化,而是表现出惊人的自省。或许在韦尔斯看来,阿育王的政治实践并非

出自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发自内心的对达摩的遵从。君主是达摩的服从者、守护者和传播

者,而非达摩的操纵者和滥用者。达摩施加于君主的是更沉重的责任,而非不受限制的威权,
这是阿育王故事所留下的历史回响。虽然孔雀王朝覆灭后,阿育王几乎从印度的历史中销声

匿迹,但随着佛教向南亚、东南亚和东亚诸国的传播,阿育王的政治实践在异国他乡激活了其

它民族的政治想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新的蓝本。例如,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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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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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佛陀及其达摩》一书,seeA.S.Rathore,A.Verma(ed.),TheBuddhaandHisDhamma:

ACritical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

SeePatrickOlivelle,“Asoka̓sInscriptionsasTextandIdeology,”inPatrickOlivelleJaniceLeosh-
koandHimanshoPrabhaRay(eds.),ReimaginingAsoka:Memoryand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
tyPress,2012,pp.173-174.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3页。
参见(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上),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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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著名的梁武帝和武则天,〔117〕都曾经从阿育王故事中汲取政治灵感,丰富了中国政治法律传

统。及至今天民主共和昌明的时代,究竟使权力服从法治,抑或让法治服从权力,在一些国家

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更加突显出达摩治国的理念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使阿育王法敕中的

名言:“达摩的征服是最重要的征服”〔118〕具有了穿透时空的力量。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在政

治与法律理论当中,除了规则、技术、制度与权力之维,是否还应有文明之维? 它要求我们不仅

从政治体生存、繁荣和强大的角度来进行理性筹划,还要着眼于生命的圆满、灵魂的自省和文

明体的延续来进行反思。也许这是阿育王留给后人思考的命题。

Abstract:TheMauryanDynastywasthefirstunifiedcentralizedempireinancientIndia,andAsoka
wasitsthirdmonarch.ByabsorbingandtransformingtheideologicalresourcesrepresentedbyBuddhist
legalculture,Asokainventedandimplementedanewruleofdharmastrategy,combiningthechakravar-
tinidealwithrealistictechniqueofgovernancetoachieveanewsynthesisofethicsandpolitics.Thisnew
synthesisutilizedBuddhistdharmacultureandothersramanastoelevatetheking̓spowerandmakeit
closelycompatiblewiththebureaucracy;itutilizedBuddhistdharmaculturetoshapeanewethicandcre-
ateaninclusiverulingideology,aswellastomoderatetheharshnessofrealistgovernanceandcreatean
appropriatelyrelaxedrulingpattern.However,Asoka̓sruleofdharmadeviatedfromthemainstreamcul-
tureofBrahminism,andtheculturaldifferenceswithpoliticalcentrifugaleffectsoftheMauryanDynasty
causedthisstrategytoacrisis.AfterthefoundingoftheRepublicofIndia,Asoka̓swheel,asthepoliti-
calsymbolofthecountry,containingfivepoliticalimaginationsofunity,tolerance,peace,republicand
civilization,hasbeenintegratedintothelegalcultureofmodernIndia.

KeyWords:MauryanDynasty;Asoka;Dharma;BuddhistLeg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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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参见朱源帅:“菩萨转轮王:武周皇权合法化的佛教理由”,《清华法学》2022年第1期,第159
-176页。

《第十三摩崖法敕》,此处采史密斯的翻译,载《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见前注〔5〕,第158页。
南传大藏经的翻译见《阿育王刻文》:“依法之胜利,此才是最上之胜利”(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
Q2,N70,No.38,p.224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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